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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威胁时农业管理体制的应对策略——之一：组织体系 
  
近几个月来，由于部分高发地区农民工和高校学生返乡，“非典”从一些城市开始向农村扩散。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农村的“非典”疫情一度呈上升之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疫病监测体系不健全，群众防病意识较弱。农村的环境卫生管理，基本上不在国家环保局的视野之内，卫生部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迅速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在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山区，情况更加严重。这次“非典”的病原如若来自农村，这种突发事件给我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损失可能更加严重。 

农业部作为国家农村经济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农村地区抗击“非典”等突发事件中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更多地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不但要为生产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要为“生产者”即农民和农村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正是WTO框架下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加强的职能。 

农业部系统介入“非典”防治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可以利用科技推广站点、农业网络、农技110等各种手段，结合普及农业技术，到村入户，介绍预防非典型肺炎知识及预防的办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缺乏广泛的合作组织和各类中介机构，仅依靠政府的这种网络还显得力不从心。 

本报告主要将从组织体系方面着手简略分析我国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弱点，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领导参考。 

既然是“突发事件”（急性传染病及牲畜疫病、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等），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中央、省、县领导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必须有运转良好的信息传递手段。在这里，硬件保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必须要有软件的配合——强烈的法治观念（不隐瞒事实真相，对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负责的责任心），并且有巨大的凝聚力来动员受害的群众，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抗灾自救，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尤其是不惊慌失措，不被谣言所迷惑。 

那么，谁来动员和组织呢？最好是该事件发生地的群众自己，是他们的组织以及当地的基层政府（乡镇、县）。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农村组织体系是很不健全的。虽然我国的宪法早就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且明确规定有负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职责；在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又进一步具体规定：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但是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政治学告诉我们，“组织（如企业或地方政府）应被看做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单位”。在农业体系方面，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无不表明：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和合作制度的结合，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业制度安排。但是，我国历史上缺乏农业的合作传统，并且农业合作过去被强迫性的“集体化”和“大锅饭”弄得名声不太好，致使我国数量特别巨大（几亿个）又十分细小、分散的农户缺乏一种与政府联系的纽带。 

我国农户小，经济发展能力比较弱，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强，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采取的城市倾斜政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不存在（规模很小的承包地是他们最后的依靠），商业性保险与几亿农民几乎无缘。由于农民的收入普遍比较低，特别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受教育年限比较短，营养水平不高，体质较差，缺乏基本的防病常识，农民经不起各种灾害（包括疾病）的袭击，一些贫苦地区的脱贫非常艰难，“一人得病、全家返贫”的农户不在少数。农村经济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国外的经验表明：公共品的供给可以是多元化的。国家负责的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农业科技的基础研究等，地方政府可以提供地方安全、公共卫生、自然资源管理、地方性的水利设施等；而只要有恰当的政策环境，乡村道路、农村学校和农村科技推广等可以（至少部分地）由非政府组织（社区、合作组织）和企业、个人等来提供。 

农民的事情，应该更多地鼓励和动员农民的参与。共同参与可以使农民建立信心，降低克服危机的成本，阻止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即减少腐败现象，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建设。 

在我国农村，还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应对突发事件，即村级的“村规民约”，制度经济学称之为“非正式制度”。“村规民约”中有许多条例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例如禁偷、禁赌、禁吵架斗殴、禁乱放牲畜、禁滥伐林木等，这在我国各地都是以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等为一地（村）的行为准则，以群体需要为活动规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些好的“村规民约”是可以赋予新的意义而充分利用的。 

总之，在抗击“非典”中，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国农村的组织体系，使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是我党在革命战争中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形式来组织农民群众，加强农民与各级政府的联系，这本来也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报告提出的具体建议如下： 

1．重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使之成为各级政府与农民群众联系的主渠道，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生活（包括任何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重视农民合作社的作用。建议尽快制定《合作社法》，使合作社成为沟通农民和政府的另一座桥梁，让我国农民能够利用合作社分享农业产前产后的部分利益，为农民增收增添新的机会。 

3．重视发挥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在建设新农村中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厉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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